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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社会科学交叉融合与发展

王炜晔，翟大业，刘金龙∗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要：保护科学前沿研究重视克服单一学科的局限而向超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跨学科交叉融合转型。 基于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世界保护区委员会（ＩＵＣＮ⁃ＷＣＰＡ）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框架，从规划制定、执行和评估三个方面系统梳理了我国保护科学

的研究进展，分析了保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研究内容、方法和视角等方面的差异，识别出潜在的跨学科综合研究领域。 结

果表明，我国保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大多相互独立、缺乏融合协作，少有的跨学科研究在整体性、系统性、兼容性、深入性

和规范性上有待提高。 自然科学家在介入社会科学研究时缺乏对现实制度的科学理解，所提出的保护政策和行动建议偏向理

想主义，阻碍保护科学跨学科知识生产；社会科学家则缺乏自然科学方法和数据的知识积累，所提出的政策和行动建议脱离事

实和证据，偏向主观主义，不利于保护科学知识进步。 为此，构建了基于自然保护地适应性管理逻辑下的保护科学跨学科整合

框架，以推动保护科学共同话语的形成，实现社会与生态的耦合协调发展。
关键词：保护自然科学；保护社会科学；管理有效性；二元分割；跨学科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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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文献选取和清理过程

Ｆｉｇ．１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以下简称“保护科学”）已成为一个涉及社会⁃生态耦合系统的多学科融合、跨学科

整合的典型领域［１—２］，致力于识别社区、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不同尺度上的生物多样性威胁，分析其对物

种、人口和社区产生的潜在影响，理解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权衡关系［２—３］。 由于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

以及生态过程与管理尺度的异质性［１］，这些问题既无法由不具备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专业知识的社

会科学家完全解决，也难以由缺乏对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的专业理解的生态学家来全面回答［４］。 因

而，面对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系统退化、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冲突加剧等全球性挑战愈加严峻的现实，必须

超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界，开展广泛的跨学科研究与实践［５—１１］，促进研究方法的深入融合与保护政策的

有效制定。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单位成立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咨询专家库，为自然保护地

生态环境监管提供专业指导、综合决策咨询和技术支撑，具体包括：研究制定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制度，
监督自然保护地规划生态环境保护内容的实施情况，监督国家级自然保护地设立、晋（降）级、调整、整合和退

出，建设和管理国家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并监测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实施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状

况调查和保护成效评估，监督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强化、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整治和生态修复，鉴定自然保

护地生态环境损害并追究法律责任等，拥有广阔的跨学科合作前景。 与之不相匹配的是，目前量性研究方法

与基于社区参与的质性研究方法的结合仍十分有限［１２］，将社会科学融入自然科学的尝试尚未成为保护科学

研究的主流［１３—１７］，原因在于保护科学跨学科合作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方法论、价值判断与假设、因果解释、学
科偏见等一系列挑战与障碍［４，７，１３，１７—１９］。 如何克服上述现实困难，实现保护科学跨学科知识协调生产，便成为

全面理解生态、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之间复杂互动的关键。 本文通过对国内保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献进

行系统梳理与分类，评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我国保护科学跨学科领域整合和发展的现状、趋势和面临的

挑战，识别出潜在的跨学科合作机会，探索保护科学跨学科合作协调机制，促进保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

之间的相互渗透与有效整合。

１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２０］ 对文献进行选取和清理

（图 １）。 在中国知网中检索“保护地” “保护区” “国家

公园”等主题词，检索范围限定在农业经济学、资源科

学、地理学、生态学、管理与公共管理学、法学等学科的

中文核心期刊，发表时间限定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之前，建
立初始文献库（ｎ＝ ３８９４），进一步剔除非上述期刊文献

（ｎ＝ ７７）。 对于网络首发版本和正式发表版本并存的

文献，仅保留正式发表版本（ｎ＝ ３８１２）；剔除作者为空的

文献（ｎ＝ ６４）；对标题、摘要、关键词中均不含上述任一

主题词的不相关文献予以剔除（ｎ＝ ２１１２），得到 １６３６ 篇

文献并作为本文研究对象。 为了更好地指导我国自然⁃
人文生态系统保护，本文从实践角度出发，借鉴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世界保护区委员会（ ＩＵＣＮ⁃ＷＣＰＡ）提出的

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框架［２１］（图 ２），从规划制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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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执行和规划评估三个方面对上述文献进行归纳梳理。 按照研究方法和所属学科进行系统分类（表 １—３），
并对文章主题进行提取整合。

图 ２　 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框架［３］

　 Ｆｉｇ．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２　 我国保护科学研究的二元分割

２．１　 我国保护科学研究综述

２．１．１　 规划制定研究评述

　 　 规划制定包括保护背景和保护规划，其中保护背景

重点在于识别保护面临的威胁，保护规划涉及保护地法

律和政策、系统规划、设计和管理计划等［２１］。 生物多样

性保护面临着外部因素（气候变化、外来物种入侵、火
灾等）和人类活动（种养殖、环境污染、虫害、旅游、采
矿、狩猎、修坝、放牧等）的一系列压力和威胁［２２］。 对自

然保护地的上述压力与风险进行了识别，根据其影响程

度、范围和时间进行排序［２２］。 针对保护地气候变化等

各类压力和风险开展细致评估［２３］，分析其对种群数

量［２４］、物种空间分布［２５］、生境破碎度［２５］、生境脆弱

性［２６］、生境质量［２７］的影响。 而生物学和生态学者则偏

好探讨外来物种的分布格局及其成因［２８—２９］。 此外，我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两方面突出的矛盾：（１）保护与

发展之间的内在矛盾。 对农户自然资源依赖度和生计资本的评估表明，面临多重生计压力的传统农户往往缺

乏替代性生计选择，具有较高的生计脆弱性［３０—３２］。 保护地对自然资源利用的限制直接制约了社区产业发展，
剥夺了当地居民满足基本需求和贫困地区获得发展的机会［３３］，造成自然资源保护与居民生存权、发展权的矛

盾［３４］，本质上是一种“环境剥夺” ［３５］，违背了环境公平［３６］。 （２）人兽冲突。 地理学和生态学者分别利用宏观

的高分遥感数据和微观的红外相机调查和动物粪便 ＤＮＡ 分析，对家畜与野生动物规模和生态位进行识别预

测，并对其适宜栖息地和重叠区域进行景观分析，指出人兽冲突的成因与生成机理在于人类或家畜与野生动

物生存空间和食物资源的竞争以及人类活动扰动［３７］。 经济学家则更关注社区福祉，利用保护地档案数据以

及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方法，对野生动物肇事的经济损失与社区补偿意愿进行评估［３８—３９］，但大多忽视了对人

兽冲突引致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和健康成本等隐性成本的评估［４０］。 人兽冲突研究的多主体性和复杂性使

其有必要将生态学与经济学共同纳入研究视野开展跨学科研究［３７］。 王一晴等［４１］ 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跨学科

分析思路，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构建野生动物袭击家畜的空间风险模型，探究了人兽冲突的时空分布格局，从生

境和猎物角度分析其原因，对野生动物肇事造成的经济损失及受损农户对野生动物的态度和对补偿的满意度

进行了评估，但本质上只是两个学科的拼接组装工作，缺乏有效的沟通融合，没有建立人与野生动物相互作用

社会生态系统的跨学科系统性分析框架及冲突治理的多方利益群体参与机制。
自然保护地总体规划应兼具空间属性、建设属性和管理属性，不仅要明确保护地四至边界、管控分区及用

途管制，还要制定长期重点建设项目和发展任务，明确保护地的管理目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４２］。 生态

地理学家致力于根据量化的保护目标为保护地规划选址提供参考依据。 Ｍａｒｇｕｌｅｓ ＆ Ｐｒｅｓｓｅｙ［４３］提出的系统保

护规划（ＳＣＰ）方法综合了目标物种、生态系统、生态过程多尺度生物多样性特征，并且兼顾了保护地面积、连
通性、边界长度以及保护地建立的经济和社会成本［４４—４５］，因而在国内保护规划研究与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

用。 例如，保护网络体系优化研究基于脆弱性与不可替代性，将高保护价值的空缺设计分为保护价值优先、抢
救优先和经济避让优先的保护方案，并通过比较保护对象在现有和优化后的保护网络中所占比重对保护效率

或保护贡献进行评估［４５—４６］；保护优先与保护空缺识别研究将气候⁃地貌分类单元和目标物种分布范围分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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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态系统和物种层次的保护对象，设定优化目标，将基础设施等社会因素作为度量因子创建保护代价图层，
识别保护优先和保护空缺格局［４７—４８］，还有部分研究将生态系统服务与生物多样性集成起来以提高保护覆盖

率［４９］。 此外，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地理学（ＧＡＰ）方法通过叠加物种数量和干扰强度的分布对保护空缺即保护

关键区进行识别［５０］；多准则决策分析（ＭＣＤＡ）方法利用生物多样性指标和人为干扰因子对保护价值和保护

成本进行衡量与叠加分析［５１］。 而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益评估则通过综合考虑成本（包括生态补偿

成本、管理机构改革成本和其他成本）、存在价值（包括地质地貌价值、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历史遗迹保存与文

化传统价值）和使用价值（包括游赏价值、科研价值、人居价值）对不同保护地优化整合方案进行比较［５２］。
在国家生态保护红线战略指导下开展自然保护地边界划定及分区管控并非单一的自然科学问题，需要权

衡多方价值观和利益链进行多目标管理，从而实现动态平衡［５３］。 地理学者普遍通过计算核密度和地理集中

指数，或利用重叠关系模型对不同类型保护地的边界和区域进行空间叠置分析，提出相应的保护地体系优化

整合对策，包括建立多类型保护地协调性基础与过程管理（ＦＰＭ）评价模型实现分类、分级、分区差异化精细

管控，综合考虑重叠情况、服务功能、保护目标、保护强度、保护级别等对不同类型保护地进行类型整合，并根

据保护对象、管理目标等进行梳理调整和归类等［５４—５５］。 而最近的生态保护红线和生态系统功能分区研究通

过纳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和生态系统敏感性指标［５６—６０］，逐渐表现出生态学与地理学相融合的跨学科

趋势。 例如，马冰然等［６１］在构建功能分区指标体系时综合考虑了景观保护（包括观赏游憩、历史文化）、生态

保育（包括不可替代性、生态脆弱性）和经济发展（包括农业、游憩、居住适宜性），比传统保护地功能分区指标

体系更为全面系统地刻画了功能分区依据。
相比之下，我国关于自然保护地立法与制度体系研究较为滞后，在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之后，相关研究才逐渐丰富起来，相继探讨了自然保护地立法体系内部法律之间的

整体性问题［６２］、自然保护地立法与环境法体系的兼容性问题［６３］ 以及生态保护制度的演进逻辑、互补需求与

改革路径［６４］等。 另一支文献采用案例研究、主题分析和系统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６５］，从机构设置、权力配置

和运行机制等角度考察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改革和管理机制构建［６６—６７］。
由于保护自然科学主要解决技术性而非制度性问题，而保护社会科学则与之相反，因而二者往往分别在

制度体制规划和空间布局规划中缺位（表 １）。
２．１．２　 规划执行研究评述

规划执行包括保护投入和保护过程，其中保护投入包括资金、人员与技术等保障机制，保护过程涉及政

府、保护地管理机构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对保护地的管理方式等［２１］。 已有研究利用方差分析法和耦合协调

度模型，分析了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性［６８］，发现由于缺乏资金投入和事权划分机

制、资金来源分散、财政资金投入不足、企业投资和社会捐赠的补充作用有限，我国自然保护地资金保障机制

仍有待完善［６９］。 然而，保护投入不足和低效归根到底是保护地管理体制的问题，因此，保护社会科学应在解

决保护投入问题中发挥主要作用。
社区共同管理被认为是用于调和保护与发展矛盾的管理模式，对于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加强我国

自然保护地建设具有重要意义［７０］。 保护社会科学家往往采用问卷调查法和案例研究等方法探讨社区参与和

社区共管的机制与成效，发现社区主导型资源共管通过认同机制、制度安排机制、运行机制和监管机制可以有

效促进社区增收和资源保护、改善社区治理并提高社区生态意识［７１—７２］。 另外，社区居民对保护地的认知和态

度决定了保护地能否实现其管理目标［７３］。 保护社会科学家遵循“认知⁃态度⁃参与”的行为逻辑，运用认知、态
度与行为量表以及描述性统计［３８，７０］、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７４—７５］、专家打分法和层次分析法［７６］、因子分

析［７７—７８］、主成分分析［７９］、结构方程模型［７８］、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３９，７７］、多元 Ｌｏｇｉｔ 模型［８０—８１］ 等方法，探究保护与发

展、生态补偿、野生动物肇事、生态旅游、生计风险的认知、态度、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由于大多数生态学者并

未系统掌握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少有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较为单一，规范性和深入性存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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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制定文献梳理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保护有效性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保护自然科学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保护社会科学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跨学科合作机会识别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保护背景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重要性

— •生态安全 •生态政治学

威胁识别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风险评估
•气候变化后果：物种空间分

布、种群数量、生境破碎度、生
境脆弱性、生境质量

— •环境科学、生物学、生态学、地
理学

外来物种入侵 •外来物种分布格局及其成因 — •生物学、生态学

自然资源保护与
利用

— •自然资源依赖度评价
•生计资本与生计脆弱性

•发展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人兽冲突 •人兽冲突成因与机制
•野生动物适宜栖息地和空间

分布
•人兽冲突防控缓解措施

•野生动物肇事经济损失评估
•社区认知与补偿意愿
•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

•生态学、野生动物管理学、景观地
理学

•生态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社会学、行为科学

保护规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制度与体制 保护地立法与制
度变迁

— •立法
•制度体系变迁

•环境法学、生态法学、新制度经济
学、公共管理学

保护地管理体制
改革

— •管理体制改革 •新制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

空间布局 选址规划 •系统保护规划方法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地理学

方法
•多准则决策分析方法

•成本效益分析 •生态学、地理学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生态保护红线
划定

•理论和技术方法
•应用
•成效评估

•指导思想
•制度体系

•生态学、地理学

功能区划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和
生态系统敏感性

•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
•生态系统服务簇的聚类分析
•要素空间叠加
•近低空遥感技术

— •生态学、地理学

与保护设计研究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有所专的情形不同，保护投入与保护过程研究极少涉及自然科

学参与，几乎完全被社会科学垄断（表 ２）。 事实上，地理学、景观生态学可以尝试与已有的经济学、管理学、社
会学方法相融合，从而更为全面地评估社区参与和社区共管成效。
２．１．３　 规划评估研究评述

规划评估包括保护产出和保护结果，其中保护产出体现了保护目标、工作项目和计划的落实程度，具体包

括管理项目和行动的实施情况以及服务和产品的产出情况，但已有文献较少直接对其开展研究；保护结果涉

及保护地生物、文化资源状况及其对当地社区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等［２１］。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保护科学界关

于保护有效性（或管理成效）与管理有效性（或保护成效）之间的关系如何尚未取得理论共识。 杨道德等［８２］

认为保护成效评估应从生态有效性和管理有效性两个方面入手；而在宋瑞玲等［８３］、王伟和李俊生［８４］ 看来，二
者是相互独立、地位平等的概念。 这一矛盾更加迫切地要求保护科学开展跨学科整合以有效化解认识论

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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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执行文献梳理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保护有效性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保护自然科学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保护社会科学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跨学科合作机会识别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保护投入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ｐｕｔｓ

资金
— •资金投入机制

•转移支付
•融资

•公共管理学、财政学

人力 — •人员编制与待遇保障 •人力资源管理学

技术 — •科研监测 •经济学、管理学

保护过程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社区参与 ／社区共管 — •社区参与 ／社区共管机制
•社区参与 ／社区共管成效

•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地理学、景观
生态学

社区认知、态度
与行为

保护 — •保护收益、成本 ／损失的感知
•保护态度
•保护行为

•社会心理学、经济学、行为科学

发展 — •发展意愿
•发展影响感知

生态补偿 — •参与生态补偿政策意愿 ／生态
补偿接受意愿

野生动物
肇事

— •野生动物肇事容忍度

生态旅游 — •环境教育感知

生计风险 — •生计风险感知

总的来看，景观生态学家主要从生境、环境、景观三个方面入手评估保护有效性。 （１）生境。 已有研究利

用适宜生境质心转移［８５］ 刻画生态用地格局变化［８６］ 和土地利用动态［８７］，利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８８—８９］、最大熵

（ＭａｘＥｎｔ）模型［８５］、层次分析法［８７］、生态系统质量指数［９０］ 等方法评估生境质量，或基于红外相机和样线法收

集的保护物种实体、粪便和痕迹等微观点位数据与宏观的光学遥感、雷达遥感数据及地形辅助数据，利用最大

熵（ＭａｘＥｎｔ）模型［９１—９２］评估生境适宜性，以反映保护成效。 （２）环境。 已有研究普遍借助 ＲＳ ／ ＧＩＳ 技术评估自

然保护地的碳储量、碳密度、固碳率和固碳速率动态［９３—９４］，或基于植被覆盖度（ＦＶＣ） ［９５—９６］、植被净初级生产

力（ＮＰＰ） ［９７—９８］、植被指数（ＮＤＶＩ） ［９９—１００］等指标进行保护成效评估。 最近的生态承载力研究通过将保护地功

能空间与生态系统服务相对应，将生态承载力划分为资源空间承载力、生态环境承载力、社会经济活动承载

力、社会心理承载力和游憩承载力，构建保护地生态承载力核算框架模型［１０１—１０２］ 以及纳入生态系统关键功

能、土地生产力、载畜规模、人口承载和监测预警五个模块的绿色承载力评价体系［１０３］，超越了基于生态足迹

模型的传统生态承载力评价研究［１０４—１０５］，从而呈现出多学科领域交叉的趋势［１０６］。 （３）景观。 风景园林学者

往往根据土地利用类型［１０７］或景观类型和景观面积的动态变化以及景观转类指数、保护性景观质量指数、人
工景观干扰指数、景观保护成效综合指数综合评估保护成效［１０８］。 也有研究综合运用上述各类指标［１０９］，或构

建涵盖生态系统宏观结构、生态系统质量、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变化的影响因素的生态系统综合评估指标

体系［１１０］进行评估。 杨道德等［８２］从代表性、适宜性、稀有性、多样性、完整性五个维度构建生态有效性评估指

标体系，同时从管理对象、管理行动、管理保障和管理效果四个维度构建管理有效性评估指标体系，进而评估

保护成效。
生态学家则从生物多样性和生物量的角度识别保护成效和保护空缺。 （１）生物多样性。 大量研究基于

红外相机监测技术对自然保护地的物种多样性（包括物种组成、丰富度、相对多度、空间分布和凭证标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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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本底调查［１１１—１１２］；种群多样性研究应用扩散系数、负二次指数、Ｃａｓｓｉｅ 指数、丛生指数、平均拥挤度、聚块

性指数和格林指数等聚集度指标分析种群空间分布格局［１１３］，或采用种群径级结构分析种群年龄结构、编制

种群静态生命表，绘制存活曲线、死亡率和消失率曲线，并采用时间序列预测模型分析种群数量动态［１１４—１１５］；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度指数等［１１６—１１７］用于衡量

群落多样性，以反映保护成效。 （２）生物量。 已有研究基于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ＭＯＤＩＳ）增强型植被指数

（ＥＶＩ）数据和野外实测样方，地统计方法（空间自相关分析、半方差函数分析） ［１１８—１１９］、回归分析［１２０—１２１］、乘幂

模型［１２２］、人工神经网络模型（ＢＰ 网络模型和 ＲＢＦ 网络模型） ［１２０］、遥感估算最优模型［１２３—１２４］ 等方法和模型，
对土地、草原、森林、湿地保护区的生物量进行估算、分析其空间结构和空间格局，从而评估保护成效。

经济学家从宏观成本效益计量和微观社区福祉两个角度评价保护结果。 （１）保护成本效益计量。 王昌

海等学者率先建立了自然保护区群保护成本效益计量指标体系，利用市场价值法、等效替代法和机会成本法

对自然保护区群保护生物多样性产生的效益（包括经济、社会、生态和综合效益）和保护成本（包括直接、间接

和机会保护成本）进行经济计量分析，随后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中的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分类方法对自然保护区群的成

本承担者及效益分享者进行识别［１２５］，并对综合效益与三类成本之间进行曲线拟合以预测综合效益［１２６］。 其

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研究普遍通过构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ＧＥＰ）核算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市场价

值法、影子工程法、替代成本法、机会成本法、恢复成本法、成本参数法、造林成本法、制氧成本法、碳税法、防治

费用法和旅行费用法、条件价值评估法（ＣＶＭ） ［１２７］、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公式［１２８］、专家打分法［１２９］等资

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对生态系统的产品供给、调节服务、文化服务等服务功能价值进行评

估［１３０—１３１］。 （２）收入、贫困、生计与福祉。 发展经济学者从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

本五个方面刻画保护地周边农户的生计资本及其空间特征［３４，１３２］，计量保护政策和自然保护地对农户收

入［１３３—１３４］、多维贫困［１３５—１３６］和非农就业［１３７］的影响；也有研究另辟蹊径，利用层次评价法和模糊评价法构建农

户多维福祉指标体系，比较其参与生态保护前后的福祉变化［１３８］，分析生态系统供应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

务对其福祉的贡献［１３９］。
保护目标完成度研究同样展现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割裂，尤其是保护有效性仅仅停留在生态学意义

的评估上，而少有研究进一步考察其对社区福祉产生的影响，从而使景观生态学和地理学与经济学有机结合

起来（表 ３）。
２．２　 各自为政还是相得益彰：保护科学研究的跨学科选择

从理论基础来看，国内保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缺乏理论共识，某些基本概念在不同学科中得到了不同

的解读，极易引起误解和混乱，不利于学科之间的交流整合。 在缺乏理论共识的前提下，保护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家独立开展跨学科研究难免捉襟见肘，面临“橘生淮北为枳”的困境，制造出诸多阻碍跨学科理解的壁

垒。 Ｍａｒｔｉｎ 指出，自然科学家在进行环境社会研究时通常面临文献失察、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经验不足、
缺乏社会科学分析方法的培训、结果报告不全面四个问题［１４０］。 因此，保护社会科学家介入的严重不足，以及

保护自然科学家在从事保护社会科学研究时的非专业性，不利于保护科学的全面发展、保护工作的全面展开。
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保护科学研究大体呈现出保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独立、缺乏融合协作的割

裂局面，本质上体现了保护科学研究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割裂。 尽管保护科学界目前在诸如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价值评估等保护结果方面已做了一些有益的跨学科尝试，但尚未建立保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系统的

跨学科合作框架，也未建立保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内部学科之间的跨学科分析框架。 如何缓解保护地与社

区之间的矛盾冲突，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成为保护科学不得不回答的现实问题。 保护自然科学家大多从理

想主义出发，强调以生态保护为核心，客观上有利于设立一个高标准的理想保护地体系，但由于缺乏保护社会

科学的嵌入最终导致保护地管理目标在现实的制度规制下难以实现：例如，部分保护地内存在长期生产生活

于此并且高度依赖自然资源使用的原住民，而我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核心区内禁止人类活

动，若严格按照理想标准执行，往往导致保护地管理机构与当地社区之间产生严重冲突；同时保护地处于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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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评估文献梳理

Ｔａｂｌｅ 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保护有效性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保护自然科学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保护社会科学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跨学科合作机会识别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保护产出与结果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ｐｕｔ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保护有效性 ／保护成
效评估

生境 •生境格局
•生境质量
•生境适宜性

— •景观生态学、景观地理学、生
态经济学

环境 •生态承载力
•碳储量
•植被

—

景观 •景观格局
•景观质量

—

生物多样性 •物种多样性
•种群多样性
•群落多样性

— •生态学

生物量 •生物量 —

宏观成本效益计量 成本 — •成本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生态效益 ／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生态效益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其他效益 — •综合效益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健康效益

微观社区福祉 — •收入与贫困
•生计
•福祉

•社会学、发展经济学、福利
经济学

分割的治理体系中，跨部门协调与地方保护主义问题长期存在［３６，１４１］。 而保护社会科学强调“以人为本”，关
注人类社会的福祉，但在此过程中由于缺乏保护自然科学的支撑，容易落入主观主义的陷阱，例如有学者指

出，支付意愿和条件价值评估等实证主义方法无法充分理解人类—环境行动［１４２］ 以及“人类推理和选择的主

观本质” ［１９］。 因此，保护自然科学家和保护社会科学家之间合作沟通不足必然导致保护科学领域研究的破碎

化。 例如，生态、环境与资源科学者试图从生态或资源承载力的角度解决保护与发展失衡的问题［１０５，１４３—１４５］；
政治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研究强调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复杂性与适应性以及“以人为本”的自然保护理念，
在“堡垒式”保护向社区保护转变的过程中寻求景观和局地尺度的“保护兼容” ［１４６］；发展经济学者则认为，通
过发展生态旅游、加强农户就业技能培训、促进社区参与保护管理等方式推动社区生计的非农转型，提高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可以有效降低农户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协调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关

系［３１，１４７—１４８］。 尽管上述关于保护地管理的见解均表现出鲜明的学科特色，但不相协调，缺乏整体性、系统性、
兼容性，分散了保护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阻碍了我国保护科学有效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 一个颇具代表性

的跨学科框架尝试是李树茁等［３３］提出的多层次、多尺度、多元治理主体的保护、发展与福祉问题研究框架，强
调学术研究揭示政策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推动成果转化和政策创新的中介作用，本质上是基于“政策分

析—学术研究—治理干预”过程和公共政策创新之轮构建的，而并未体现出不同学科是如何跨越学科边界进

行融合互动、参与跨学科知识生产的。
因此，保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元分割构成了我国保护科学研究的基本事实。 只有将保护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有机结合起来，甚至让保护社会科学成为保护科学理论与实践中的主流［１４９］，才能有效兼顾生态

保护和发展，实现保护和发展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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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保护科学跨学科整合的机制与路径

３．１　 保护科学跨学科整合的广阔前景

　 　 Ｍａｓｓａｒｅｌｌａ 等［１５０］ 总结了生物多样性保护转型的三个方向：一是“自然主义”范式［１５１］，强调生态保护与人

类发展相互独立，呼吁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增加严格保护区，本质上体现了人与自然二分法，具有过度保护的倾

向；二是体现了“人类世”和“新自然保护主义”思想的“主宰”范式［１５１］，主张超越纯粹的自然主义观念，回归

到人类与自然以动态形态共存的“后野蛮（ｐｏｓｔ⁃ｗｉｌｄ）”世界中来［１５２—１５３］，更加关注人类作为自然的受益者和管

理者，因而保护目标与发展目标相互交织［１５４］；三是追求正义的转型，即转型与追求环境正义相结合［１５５］，旨在

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１５６］。 国内目前的保护科学研究实际上仍属多学科（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研究而非跨学

科（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研究［１５７］，根源就在于保护自然科学家大多基于纯粹的“自然主义”范式研究生态系统的

变迁规律，而保护社会科学家则走向另一端———着眼于人类福祉以寻求更好保护。 然而，人类经济社会与生

态系统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某项生态系统服务可以同时影响人类多维福祉，而单一维度的人类福

祉又来源于多项生态系统服务［１５８］。 单纯依靠保护自然科学难免使保护囿于侵蚀社区生计和福祉的传统实

践［１５６］，难以从根本上化解保护与发展的内在矛盾。 因而，保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必要在研究方法、数据

和理论模型等方面进行深刻整合。 Ｐｏｌａｓｋｙ ＆ Ｓｅｇｅｒｓｏｎ 指出，生态学和经济学在主题焦点、组织系统、代理人

及其互动、典型行为假设、动力和规范框架等方面拥有天然相似的学科话语体系，这极大地降低了生态学和经

济学沟通整合的成本［１５９］，使其具备跨学科整合的独特优势。 因此，保护科学进行跨学科合作拥有巨大

潜力［１６０］。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由社会、政治、经济和制度等一系列因素共同驱动［１６０—１６１］，并且

生物多样性保护已从聚焦的自然科学向更为综合的“元学科（ｍｅｔａ⁃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转变［１４２，１６２］，因而保护科学研

究和实践的跨学科努力得到了众多国外学者的支持［５—１１，１６１］。 Ａｐｏｓｔｏｌｏｐｏｕｌｏｕ 等指出，国外新自由主义保护研

究以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为基础，通过借鉴地理学、环境科学等实现跨学科发展，其中最重

要的跨学科领域是政治生态学、发展研究和社会环境科学［１２］。 以自然保护地制度变迁的政治生态学研究为

例，相关理论视角较为丰富［６５］，综合运用奥斯特罗姆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理论尤其是制度分析与发展（ＩＡＤ）框
架［１６３—１６６］、诺斯制度变迁理论［１６７］、福柯“知识⁃权力话语”理论［１６４］对自然保护地进行历史⁃制度分析；此外，政
府职能理论［１６８—１６９］、福柯治理术理论［１７０］、善治理论［１７１］ 和韦伯层级官僚制理论［１７２］ 等也广泛应用于自然保护

地治理权力划分研究。 与之相仿，何思源等结合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环境权利理论和社会⁃生态系统意义认知

理论，利用话语分析探究了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制度如何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塑造社区资源禀赋和环境权

利从而影响生态系统，并构建了促进保护地社区资源利用与保护目标协调的社会情境分析工具，有助于推动

政策目标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区福利双赢［１７３］。 治理、管理、权力理论中丰富的理论视角为保护科学内部

跨学科整合提供了巨大空间。
保护科学跨学科合作不仅有利于消除概念的误解隔阂，赋予不同学科的学者在同一话语体系内沟通交流

的机会，而且提供了生态系统的监测基础［１６１］，从而激发创新的见解和保护方案［１７４］。 保护社会科学不仅可以

提供全新的理论视角［１７５—１７７］，批判性地探讨人类和环境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发展和实施保护方案的权

力结构，而且可以支持和催化人类对环境变化做出“变革性反应” ［１５０，１７８］。 批判社会科学家强调，保护自然科

学与社会科学批判性观点之间的深入融合将推动保护科学转型多元化和政治化进程，并为根本转型奠定

基础［１５０，１７９—１８０］。
３．２　 保护科学如何开展跨学科合作：机制与路径

协调社会⁃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需要建立起保护自然科学中的监测指标（包括物理化学指标、土地覆盖 ／
利用数据、物种信息等）与保护社会科学中的指标（如农户收入、生计等社会经济、人口统计学指标等）之间的

联系［１８１］，实现生态系统领域数据向人类福祉领域数据的转换［１５８］，构建保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沟通的桥

７６４５　 １３ 期 　 　 　 王炜晔　 等：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社会科学交叉融合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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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本文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将自然保护地与社区组成的相互耦合的社会⁃生态系统（ＳＥＳ）作为核心，将
政府、自然保护地及其管理机构、社区等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纳入治理与管理层，将保护科学各学科分配到学

科层与其一一对应，并识别各学科之间的关系与跨学科整合的可能机会，构建了基于自然保护地适应性管理

的保护科学跨学科整合框架（图 ３），旨在为保护科学开展跨学科合作提供理论指导，采取更为综合的保护目

标和保护手段。 该框架考虑到了社会⁃生态系统自组织、非线性、多样性、多稳态、循环性的特点，同时涵盖了

Ｂｅｎｎｅｔｔ 等所提到的保护社会科学关注的三个焦点：社会现象（治理、政治与权力、政策与立法、人口、社会经济

等）、社会过程（政府决策、管理机构与社区共同管理、宣传教育、社区发展等）与个体属性（价值观与信念、知
识、感知与偏好、行为等） ［１８２］。

图 ３　 基于自然保护地适应性管理的保护科学跨学科整合框架

Ｆｉｇ．３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一方面，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系统服务、生物多样性等保护有效性评估研究需要生态学、环境科学、地理学、
风景园林学、野生动植物保护学、生态哲学、环境人文学等学科的深度融合，通过向政府和管理机构反馈保护

成效，为保护政策制定者提供生态系统层面的政策依据，推动自然保护地制度变迁与管理体制改革。 在技术

层面，基因组学技术可以实现物种快速鉴定、保护地生物本底信息建立和物种多样性变化监测；３Ｓ 技术的广

泛运用为保护科学跨学科整合提供了便利，其中，遥感（ＲＳ）和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通过评估保护地内土地利

８６４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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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土地覆被动态进而评估人类活动或气候变化等对生境的影响，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可以获取迁徙物种的

栖息地利用信息，识别保护热点和保护空缺［８３］。 另一方面，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社会学以及

社区发展、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环境心理学等学科可以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尺度全面刻画保护成本与效

益，为保护政策制定者提供社区福祉层面的政策依据，从而实现自然保护地的自组织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提高

生态系统的韧性；公共管理学、管理哲学等学科在社区共管过程中的渗透有利于探索适应性的社会权力分配

与行为决策机制［１８３］，实现有效治理和管理。

４　 结论

国内保护科学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保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独立、二元分割的局面。 尽管部分学者已

经做了一些跨学科的有益尝试，但研究内容的整体性、系统性、兼容性、深入性仍显不足，研究方法也稍欠规

范。 依靠单一的保护自然科学或保护社会科学难以从根本上化解保护与发展的内在矛盾，容易使保护科学落

入理想主义与主观主义的陷阱：保护自然科学家在从事保护社会科学研究时对现实制度框架的忽略，往往使

其提出的保护政策和行动偏向理想主义，阻碍保护科学跨学科知识生产；保护社会科学家由于缺少保护自然

科学模型和工具的支撑，对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数据的利用有限，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带有浓厚的主观

色彩，不利于保护科学知识进步。 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保护科学研究上的分歧以及缺乏有效整合使其

难以为保护政策制定提供综合系统的决策参考，阻碍保护科学有效服务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保护与发展的权衡本质上体现了社会⁃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协调社会⁃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需要保护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数据和理论模型等方面的深刻整合。 为此，本文基于自然保护地治理与管理

过程，构建了多主体、多视角、多尺度的保护科学跨学科整合框架，强调保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

渗透以及内部学科之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有助于促进保护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沟通以及保护科学共同话语的

形成，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实现自然保护地的自组织自适应管理以及社会与生态的耦合协调发展。 当然，未来

保护科学全景的描绘有赖于保护自然科学家和保护社会科学家孜孜不倦的跨学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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